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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城建设”是全新型的城市化模式，是对中共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战略部署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落实。该战略自2003年由深圳率先确立并实施，随即，佛山文化名城建设重点工作安排在2004年4月出台，常德文化名城建设战略2004年下半年确立，2006年正式启动等等。这些城市为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不留余力地抢救、激活各乡土文化资源，并将之融入城市历史文脉续接、地方文化传统建构中，让城市在“文化塑人”的过程中，实现“文化兴业”，最终推动城市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名城重要的灵魂要素,它直接关系到文化名城的活性生命，指向市民精魂建构。为此，如何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抢救、永续传承，并转化为文化名城建设的生态文化资源，则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难点。本论文就是这大背景下展开。
屈原民俗，历史悠久，层次分明，它既包括屈原作品中所记载的、由屈原目睹和体验的远古时代的民俗，还包括历代迁谪诗人、无数民间艺人和普通武陵老百姓为缅怀屈原而理解、传承的民俗，二者互动，累积生成风姿独特的武陵屈原民俗。她们在民间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历经锤炼而提纯，化身为武陵民众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成为常德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既然如此，屈子民俗到底有哪些传承形态，它们之间有何种内在关联，又如何使之续接常德城市历史文脉、活化常德文化名城生命，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要讨论的。
一  绚丽多姿的屈原民俗
屈原在洞庭湖区“行吟泽畔”，骨子里始终洋溢着战斗的激情。他的这种战斗激情和战斗乐章哺育着武陵民众，为武陵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善以涌泉相报的武陵民众，则以刚健清新的口头语言、粗狂豪迈的动作和神秘诡异的仪式，传神描绘屈原当时的战前苦情、战斗事迹、战斗精神，创作并流传鲜活的屈原民俗资源。这些民俗资源,既有历代帝王树立的竭忠尽智的楷模身影，又有迁客骚人锁定的敢于反抗黑暗的悲苦情怀，更有武陵民众瞄准其存君兴国、为民做主的平民化、生活化的屈子意象。
1、屈原传说：屈原传说内涵丰富，不仅追述沅湘后的行吟事迹、战争历程，而且刻录历代贬谪文人的“感屈悟骚”动程，更有武陵民众以独特心智“改写”的《离骚》故事，从中赋予屈原如下形象：九死未悔的抗争者形象；受民敬仰、为亲人理解的爱国者形象；保护神形象。其详细论述，笔者已有论文叙述
，此处增加两个新材料来论述。
材料一：《桃源人的女儿节》见出民众对屈子爱国情怀的由衷敬仰。桃源人为什么要把端午节称为“女儿节”呢？据笔者在桃源、常德沿江河民众走访和对现有文献资料研读，发现这则传说不是武陵民众首创，而是顺沅湘而下，从汨罗屈子祠传播而来。
汨罗江畔的屈子祠中，有屈原和女儿女嬃的塑像。屈子祠周围的“玉笥八景”，亦有望爷墩、绣花墩、剪刀池三景与女嬃有关。望爷墩的来历，传说屈原常在江滨吟咏，或与渔父闲谈，每至薄暮，其女女嬃立于墩上眺望，盼爷平安归来。绣花墩位于望爷墩左侧，相传屈原投江自尽后，女嬃悲痛不已，整日坐于墩上，遥望父亲坟墓，一针一线绣出其父音容笑貌。屈子祠往东南五公里有座烈女岭。传说屈原投江后，数日才被渔民捞起，头部被鱼咬去一半，埋葬时女嬃给他配上半个金头。为了防止旧贵族掘坟夺取金头，女嬃以罗裙兜土筑起十二座疑冢。女嬃的这些传说不仅在汨罗江畔流传千百年，而且顺江而下，流传到武陵、附会到孝心女人身上，使端午节成为“女儿节”。这则“女儿节”传说，一改《离骚》中屈子孤独的求索者和战斗者形象
，让屈子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战斗精神获取了女儿支持。“人亲骨头香。”有家人支持的战斗，奋斗得更为坚决彻底。
材料二：笔者去年采集的《为什么要在端午节挂粽子》传说，见出屈原原来还是民众的保护神呢。儿时，经常见母亲和祖母在端午节这天，将煮熟的粽子挂在筲箕旁边，然后一挂就是整个夏天。儿时的我，只能傻乎乎地、气呼呼地看着它们挂干。要知道，当时糯米少，家里包裹的粽子太少，挂一个粽子，我们吃的机会就少了一些。可看着可恶的苍蝇不在筲箕旁歇息时，心中的恨意才有所减少，可始终没有问清楚这天粽子具有神奇魅力原因。直到去年端午，我带着8岁的儿子回家过节时，他好奇地看着奶奶挂粽子，忍不住问其原因。她笑着对我儿子说，粽子中有“屈原”。我愕然，儿子似乎也懂了。原来，屈原作为民众保护神，仍活跃于民众的灵魂深处。
2、民间歌谣：民间歌谣发自民众肺腑，是他们真情的自然流露。在这类歌谣中，武陵民众首先以端午竞渡为题材，描摹划龙船的喧闹，以出自肺腑的真情歌唱屈原的忠良、仁义。
如《划龙船歌》快言直语，直显端午节实质：“端午节，划龙船，/ 汨江两岸笑语喧。/赛龙船，吊屈原 ，/屈原投江在今天。/屈原投江在今天， / 粽子撒向水深渊。/划起龙船来竞赛，/招来英雄返人间。”这种端午竞渡，据武陵本土人杨嗣昌《武陵竞渡略》说：“俗传竞渡禳灾。”“划船且以卜岁。俗相传歌‘花船赢了得时年’”，并引储光羲《观竞渡》诗为例进行证明：“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而《吊屈原》四首其二、其三恰是印证：“五月五日是端阳，/龙船下水闹龙江。/朝拜屈原一炉香，/年年五谷用船装。”“咚咚当，/划龙船，/龙船长又长，/中间坐着划船郎。/龙船走得快，/赶走水妖怪。/龙船跑得欢，/捞取楚忠良。”
民众欢快地划龙船，竟为把忠良的精魂捞回以赶妖、福佑。
其次，在武陵为中心的沅澧流域，还有以“十月望夫”、“十二望郎”为“套头”的望夫谣，选取端午节这天闹龙船的节俗为背景来思夫、望夫。其中前者按照十二月形式来演唱孟姜女得知范杞梁死后，在家中祭奠夫君的故事。其中唱到五月时，选取端午闹龙舟时的盛景为背景：“五月寻夫是端阳，龙船花鼓闹长江。寻看儿郎千千万，单单不见范喜郎。”而后者则是孟姜女在端午节独自看闹龙船的凄凉景象：“五月叹夫是端阳，龙船下水闹长江。人家夫妻把船看，孟姜一人好凄凉。”又如石门还有以地方戏曲“杨花柳”《土台望夫》，其中就有一大段的“十二月望郎歌”。此类“望郎歌”的每月的前八句(或十句)，为侧面描写岁时的景象、氛围；后面四句则正面抒发姜女思夫的情愫、怨懑。如《五月望郎》：
天师骑艾端阳到，龙船花鼓长江闹。二十四把花桡手，老龙潭内有功劳。
高山砍柴不用刀，下河挑水不用瓢。好姐不用郎开口，只要眉毛动起来。
前面八句描写端午节“龙船花鼓长江闹”的欢愉景象，紧跟四句直接抒发姜女望夫而不见夫君的怨懑：“五月望夫是端午，龙船花鼓闹长江。一河两岸人无数，内中不见我的郎。”

3、祭祀民俗：屈原精魂深入民心，历经流传而永不停息。武陵民众将缅怀、膜拜屈原的虔诚之心融入到建筑物中，方便后来者有祭祀处。早在东晋时期，在沧港就修建了仓溪寺，之后，武陵民众先后建三闾大夫祠、招屈亭和四贤祠等许多纪念物。就今天常德市主城区而言，经常德市文化名城建设办文化顾问、梁颂成教授考证，专门用来祭祀屈原的建筑物就有招屈亭
。据《嘉靖常德府志·官室》：“招屈亭，府东一里，前瞰大江，郡人立此，以招屈原。”《嘉靖常德府志·坛遗》：“屈平二祠，府东二里，旧废址常存。”而《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亦载：“招屈亭,在武陵县南沅江滨，唐刘禹锡有诗。《方舆胜览》:招屈亭，在城南，相传三闾大夫，以五月五日由黔中投汨罗，土人以舟救之，为‘何由得渡河’之歌，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也。”看来，招屈亭是屈原生前活动过的地方，是时人为纪念屈原并为屈原招魂而改的名称。四贤祠则把屈原与马援、岳飞并祀，并“春、秋二仲，搭棚江干，设位以祭。”(《直隶澧洲志·祀典》)
除了这种清冷祭祀外，武陵民众还发明了一种热热闹闹祭祀屈原的习俗，一种将竞渡、包裹粽子与招屈魂融为一体的祭祀方式。如武陵县,“屈左徒祠在县东二里。每年五月五日竞渡以祀屈原。”(《一统志》)其实，这种竞渡，早在六朝时就有。据《荆楚岁时记》云：“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宗懔不仅明确指出竞渡是为纪念屈原之死的，而且这种端午竞渡“为招屈”观念在当时就已经深入民心。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也云：“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五月五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并命舟楫拯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当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所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色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明代杨嗣昌在《武陵竞渡略》不仅公开宣传“竞渡源自武陵”。此外，在傩戏唱词中出现的屈原作品语词和端午意象，下部分细谈。
悠悠千载，武陵民众就是如此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民俗来歌颂、崇拜屈原，让屈原这种政治性诗人走向民间，并使屈原形象的内涵随着时代变化，寄予他们越来越多的理想，使屈原成为“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的确，武陵民众为了对抗传统社会中的专制力量，他们立足于楚文化，从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抉择出屈原，让屈原担任自己心声的代言人，从而传达出具有丰厚内涵的屈子形象。
二  绳灰墨线的民俗演变
嘉庆《常德府志》《风俗考》小序引清人贺奇之言:“楚开文字之始者屈子,其所称帝称神者不一,如湘君、湘夫人、东皇太乙、司命、山鬼之类,皆从俗为词,即其信鬼好巫之征。” 屈原勇于“从俗为词”，融“信鬼好巫”为作品内核，使其作品具有深厚的楚巫底蕴，为此，我们将作品呈现出的远古楚俗(包括后人解读出的楚俗)，称为“灵均民俗”正体；而受屈子的传奇经历和战斗精神影响，屈子传说首先在流放地区被广为传承，并慢慢为失意士人所“侧闻”，从而启动了屈子文学的平民化、生活化理解的进程。这些根据屈原作品和屈原人生经历衍化出的屈原民俗，称为“灵均民俗”变体。贾谊在《吊屈原赋》记录的屈原传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为灵均民俗变体的大门开启撕开了裂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详细追述屈原在投江之前的神态、与渔父之间的对话以及“怀石”投江的细节，使灵均民俗朝着端午节俗、流放传说的“灵均民俗”变体方向转化
；之后，随着屈原作品和屈原人格魅力的深入迁谪心灵，他们渐渐贴己其楚俗，“灵均民俗”正体慢慢浮出水面，后为历代文人所模拟，演化为笔者命名的“灵均民俗仿生体”；而普通民众则直接以群体心声，或从文人口碑、笔锋中借鉴屈作语词、意象，或从巫师演唱、商贩讲说、本地长老中获取屈原民俗信息，将他们所理解的缅怀屈原声化成民间传说、民间歌谣、民间祭祀，自觉传承屈原民俗，让屈原走入武陵民众灵魂深处，演化为笔者命名的“灵均民俗多变体”。本着这条思路，我们来对屈原民俗进行如下梳理：
(一)屈作：“灵均民俗”正体
屈原作品中的民俗事象解读，曾经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解读的人们话题，萧兵专著《楚辞文化阐释》似乎有集大成者意味；而林河《中国巫傩史》一书，娓娓讲述屈子如何具有大巫潜质。屈原出身巫官世家，先祖屈巫字“灵”；屈原自身字“灵均”，“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离骚》)。楚人取“灵”为字者，必须精通“巫祝之道”、“祀上帝，礼群神”仪式的潜质和本领；还要看卦象：“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九叹•离世篇》)既然屈原拥有大巫的潜质，又在流放过程中目睹了祭祀表演流程，因而上结巫咸遗则,下开史迁绝唱，《楚辞》传承巫祭,声色楚楚。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和朱熹《楚辞集注•九歌序》这两则常被引作屈子见证楚俗的例子，均指向弥散屈作的“屈灵民俗”。
“屈灵民俗”空间里，不仅有一批鲜活的神灵在自由游走：有天地各种神灵，如抚长剑、佩玉珥的天神东皇太一，缠绵在爱河中不能自拔的湘君湘夫人，乘清气、御阴阳的大司命，竦长剑、拥幼艾的少司命等等，而且还把以天地为中心兼及人界的湖湘神谱罗列出来：在东皇太一统帅下的天神，有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羲和等；地神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神等等
。还有巫娱神之祭歌在吟唱。“楚俗祠祭之歌……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朱熹《楚辞辩证》),最早涉及巫神相恋问题。《九歌》中,《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和《东君》五篇是祭祀天神的,《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四篇是祭祀地袛的。除《东皇太一》庄严郑重外,这两类祭歌在祭祀方法上,人神交接的途径都是由巫“一身二任”(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通过模拟恋爱过程来完成祭祀仪式。如《湘君》前几句“湘君啊！为什么忧郁不肯来啊？为什么还在那水洲中间徘徊？”巫化身为湘夫人；《湘夫人》首句“高贵的公主——湘夫人啊！你降临在北岸的水旁，用尽我的目力我却看不清爽，使我无限忧伤。”出迎者为男巫。这就是人神之恋的开始。《湘夫人》中男巫的话刚说完，紧接着的语句就表现了男女野外幽会、等待交媾的情景“这时，微微地皱起波纹，树上的黄叶随风飘荡。我爬上长着白薠的高处纵目张望，很想在同你约会的时候，张设黄昏的罗帐。我打扮得这般美好，乘着桂舟顺着急流来迎接你呀！” 
这种期盼交媾、崇尚生殖的娱神情感表达，开启傩戏媚神编演之先河。
(二)“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灵均民俗”仿生体
春秋战国时代，灵均民俗耀耀闪光。可随中国文明演进，灵均民俗依存的楚文化为封建正统文化所压制，“楚文化没能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因而它所体现的浓郁神巫色彩以及蕴涵其中的丰富戏剧因子，不能够茁长而出，只能以一种萎缩的形式长期保留在偏远的山野水滨，留待后人的开采。”
当这种民俗被遮蔽一千多年后，唐宪宗永贞元年冬，刘禹锡从京都郎官贬到朗州。当时，刘禹锡谪居招屈亭旁，远眺朗州风物，每年感受“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竞渡曲》)的情境，每日望着眼前“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采菱行》)，忍不住拿起笔，续接被正统文化压制的“灵均民俗”。《乐府诗集》说：“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其《竹枝词九首》引还云：“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刘禹锡不仅聆听到了屈子作的《九歌》，而且还受启发而采撷、创作《竹枝》。《旧唐书》卷一六明确指出这点：“蛮俗好巫，每淫祀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文中的 “《竹枝》”词，是刘禹锡“依骚人之作”，群殴，目的为“教里中儿歌之”，或为“教巫祝”，因其“依”照而成为“灵均民俗”仿生体。
(三)傩戏中的“屈原”传承：由“仿生体”向“多变体”拓展
傩戏，起源于原始巫术祭祀活动。旧志载：演唱傩戏,“设傩王男女二神像于上,顺巫风咒礼神,祷告以卜吉凶。至晚,演奏傩戏,敲锣击鼓,人各纸面。有女装者曰孟姜女,男扮者曰范七郎,殁于王事。妻姜女哭之,其声凄惨,乡民听之,至有垂泪者。相习为常,不知所自。”这种戏曲，分为两大支系，其中一支盛行于武陵地区，巫傩色彩浓，主要剧目为“三女戏”和《桃源洞神》、《梁山土地》。《孟姜女》即为“三女戏”之一。现有19折沅陵本、15折石门本、澧县本，13折澧水流域本，13折凤凰本，12折桃源本等《孟姜女》本子。
在这众多本子中，笔者发现姜女戏、《龙女戏》都深受灵均民俗影响。
1、引用《九歌》名句。据《孟姜山志》卷三《风俗志》记载：“八月，中秋，迎寒夜击鼓赛神，歌迎神、送神之曲。于是，秋风萧瑟，砧杵凄清，闾巷街吟孟姜女事，谓之《孟姜操》(亦称《古别离》)。其词曰：‘孟姜山，梦魂不到关山难……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嘉山民众在击鼓赛神，歌迎神、送神之曲，讴歌《孟姜操》时，总会吟出《九歌•少司命》中的经典名句“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而对该名句的引用，据蔡邕在蔡邕《琴操》卷下“芑梁妻歌”条分析，乃芑梁妻临死前的援琴而鼓歌之词：“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

2、融化《九歌》篇意。据《孟姜山志》卷三《风俗志》、卷四《女士志》载，嘉山民众以夏历九月九为孟姜女生日，远近人民都来“贞节祠”(姜女庙)祭祀。在祭祀时，他们如此祀祷：“祝秋兰，楚江干(案：‘干’为水边)；祝秋菊，楚山曲。秋兰秋菊无终古，江干山曲载歌舞。”细读《九歌》之《少司命》、《礼魂》等篇意，我们发现《少司命》中首、二章以复沓手法分别讴歌“秋兰兮麋芜”“秋兰兮青青”，以此礼赞少司命为人间子嗣问题(幼儿的降生与成长)而有苦有乐；《礼魂》则赞扬“秋菊”的繁荣，且希望它年年盛开，千秋万古永世开放。“秋兰秋菊无终古，江干山曲载歌舞”则是对这些名句的化用。民间何以会选择《少司命》作为融化对象呢？《山东文物选辑》中的一张怀抱小孩的画石像，经有关同志研究认为它是少司命的像。无独有偶，姜女娘娘(孟姜女)恰好是嘉山一带的幼儿保护神。
3、姜女戏中的端午意象。检视所有的姜女戏本和老常德地区的民间歌谣集成资料本，我们发现，沅澧流域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具有端午意象的姜女戏圈。
如桃源本《孟姜女》共12折
。其中涉及到端午节有第五场《下池》、第六场《拷女》、第八场《望夫》。《下池》场叙述了范杞梁向孟姜女和丫鬟招供自己利用端午节逃跑的经历，而第六场《拷女》的核心情节雷同。此处仅选取《下池》场来论述：
五月初五逢端阳，筑墙伕丁有犒赏。每人还有一壶酒，每人还有四两肉。醉的醉得打筋斗，醉的醉得发癫狂。范郎心中暗思量，假装酒醉卧城墙。耳听谯楼更鼓响，轻轻悄悄爬城墙。……千里姻缘一线牵，池塘偶遇小孟姜。这是小生真情话，员外安人作主张。
而《望夫》以十二月调形式，分月演唱孟姜女对夫君范杞梁的思念。演唱时，由杂(打卦先生)引唱别人在每月中的传统节日中的群体活动作为背景，来劝勉孟姜女学会融入群体，不要过分沉湎于相思之苦，二者更引发孟姜女对夫君的思念进而登楼远眺而望夫。如五月端阳：“杂(上唱)：我劝世人莫贪财，凭天由命自然来。只要官吏不贪财，无头案子断出来。许孟姜(唱)：五月望夫是端阳，龙船下水闹长江。长江人儿千千万，单单不见范杞梁。”此外，还有上述所举的“十月望夫”、“十二望郎”为“套头”的望夫谣。
就此看来，我们发现，姜女戏、姜女调中频频闪现的五月端午思夫、望夫、叹夫唱词中，总会有“龙船花鼓长江闹”的端午节俗中的核心元素。那武陵民众何以选择五月来闹龙舟呢？据笔者对武陵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发现民间很早就出现了恶五月的忌讳。据《礼记·月令》云：“是月也，月正长，阴阳争，死生分。”置身于此时段的民众，惟有小心避讳方可过关。而后起的阴阳术数信仰对阳月、阳日重合的恐忌，强化了该观念。大多数民众惟有静养以“顺其时”，唯有禀承楚文化基因的武陵民众，不甘静养，从传统节令活动——竞渡中汲取营养，并将追悼、祭祀屈原的文化内涵赋予此传统节令活动中，以热闹主动的态势、深厚的爱国底蕴消解了此日浓浓的禁忌色彩，同时，又从武陵早就流传的“望夫”调中截取营养，从而逐渐形成了以飞舟竞渡为主要形式、追悼屈原为民俗内容的“灵均民俗多元体”。 
三  雅俗共享的屈原民俗生态场建构

从上述可知，武陵屈原民俗内蕴丰厚，形式多姿，构俗特深，化民亦精，成为往昔武陵民众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这种文化资源，由于在民间主要靠言传身教、可视可听可感的形式传承，而少为官方文献和文人著作所整体记载，现在正在遭受“民死俗亡”、“民变俗异”的惨状。随着常德文化名城建设由粗放式的硬件建设转向精细式的内涵建设转型，随着“文化立市”、“文化名城”战略目标的日益凸显，如何有效续接城市基因谱系、建构城市文化传统、提升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已成为我市决策层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加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提到了我市文化名城建设的战略位置。为此，我们该如何提炼屈原民俗资源中的“德”、“乐”文化因子，切实有效地推动屈原民俗生态场建构，进而将常德市的屈原民俗资源融入到文化名城建设之中去呢？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缕楚俗，辨屈理

何谓生态场？“生态场是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的整体性场景,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产生和传承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等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立体空间。它们的合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的首要条件,也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奏。”
 我们知道，“荆楚之俗尚鬼，自古而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汉书·地理志》和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等人言语，至屈原“窜伏其域”，还亲见含武陵在内的沅湘流域“祭祀之礼”，且“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楚亡后，此风经久不衰，至唐时此风犹存。当刘禹锡“既谪于武陵……民生其间，俗鬼言夷”(《刘宾客文集·楚望赋并序》)。至明代，武陵人仍“信鬼好巫”(嘉靖《常德府志》)。深受巫风影响的武陵民众，在神秘的信仰空间“世世代代传承着‘万物有灵’、‘万灵有神’的信仰观念，传播着形形色色对万种神灵无限崇拜的行为方式，直至今日。”(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屈原民俗资源就是在这种浓郁楚巫特色的社会环境起来的。而将缅怀屈原感情推向高潮的端午竞渡更是如此。据明代杨嗣昌《端午竞渡记》记载，竞渡前的种种准备弥散着浓郁的巫术色彩：在比赛前夕，参赛的头人往往聘请法力高深的山法师来“亮船”以防止敌巫偷偷做幻术。发船时，仍由大法师作法发船。作法时，法师卷裤露足，脚踏禹步。巫师挽“收前龙、息阴兵”、“移山排海”等手诀，念“天火烧太阳，地火烧五方。雷火执常法，烧死诸不祥。龙舟下弱水，五湖四海仍飘扬”等咒语，之后持水激火，火起船行。划船的掌舵人、擂鼓者、举旗人等四个精干者头顶巫师符篆和制好的黄、赤色小旗。就此看来，如何评价屈原民俗资源中的巫术，则成为缕楚俗、辨屈理不可克服的拦路虎。要知道，“现实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对当下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真切把握和对现实社会思想文化的清醒认识，是我们厘清民众心智构成、梳理和吸纳民众传承性文化精华的基础。”
我们唯有从理性描述传统巫术的种种“做派”，思辨其合理因素，才能剔除其诸多神秘的“招式”，让屈原民俗真正融入到端午竞渡的缅怀屈原大潮中去。
(二)接地气，传屈魂：屈原民俗生态场建构的着眼点
现在每当端午节来临时，笔者总是要关注新闻，无论是民生新闻还是时政新闻，听听电视、翻翻报纸、听听民众口传新闻，品咀他们对端午节的看法。随着端午节被法定为传统节日后，电视新闻首先关注粽子价格、粽子供应、各地民众如何竞渡祭屈原，从去年开始有意识报道城市大嫂进行包粽子比赛；各广播新闻和民生新闻则有意识关注端午节由来、与韩国端午祭比较。当我们的新闻在有色报道时，老人却用嘴有声“报道”：粽子买不起，雄黄酒没得喝；就算有买的，吃起来不香；年轻人，不会包粽子了；现在过端午节，没劲；每人都在说要保护端午节，可怎么觉得这些叫喊的人似乎都在破坏端午节；等等。传媒新闻叫人兴奋，老人报道惹人反思：要想让屈原民俗资源真正走进民心、融入民众生活，首先要有思想定位，那就是“接地气，传屈魂”。所谓“接地气”，就是从民众过端午节这一特定的节日习俗入手，仔细剖析节俗活动中的诸多环节，深入考究各个环节的民众心理，然后从符合城市文脉发展的实际出发，利用现有各种平台，让社会各阶层有效参与。如在端午节前后，让屈原民俗资源走进中小学、高校和各级党校：在中小学开辟包粽子技艺的传授，让学生把端午包粽子作为一种文化的记忆和文化的精神传递下去；在高校组织屈原诗文朗诵比赛，或者以端午节为题材进行征文比赛，学校有湖的，组织学生进行端午竞渡，组织师范生进行包粽子比赛；还要让屈原民俗进党校，通过对其中的屈子精魂剖析，对当今的党政干部进行“忧国忧民”、强树正气的党性教育。我们还可设计出更多的方法，让屈原民俗在端午前后大放光彩，将常德市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地方文化资源融入到文化名城建设中，真正实现“文化名城建设”的“接地气”工程。
(三)定标杆，健民心：屈原民俗生态场建构的立足点
文化名城建设是一个具有惠民意义的系统工程。既然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它既包括物化形态的硬件建设，又涵盖非物化形态的软性建构；同时又兼备惠民特质，其项目在规划、筹备、实施的过程中须遵循民有、民享原则。为此，当我们在对城市的物质文化形态和外观美景进行建设时，我们得充分考虑市民当下的历史文化诉求，从而使城市硬件建设弥散在厚重的非物质文化氛围中；与此同时，当我们遵循民意在活化城市中的非物质文化时，首先对城市所在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库存进行盘点之后，然后选取可集中、可物化、可表演的典型项目，将建设好的和规划拟建的物质载体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文化空间，从而让众望所归的文化名城建设真切做到化“硬”为“软”，“软”中兼“硬”，“软”“硬”兼施。明晰的文化名城建设理论指导鲜活的文化名城建设实践。比照此种理论来对常德屈原文化资源的文化名城建设实践进行查漏补阙，我们发现，现在关于屈原文化资源的建设，主要集中在整体竣工的屈原公园、配以《湘君》《湘夫人》原文的湘君湘夫人雕塑等物化形态方面的硬件建设。这些建设弥散着浓郁的屈原典籍文化气息。如号称为屈原典籍文化精魂聚居地的屈原公园，其门口矗立的“屈原公园”牌坊、大门两边“一园诗思怀三闾，千载人文慰武陵”的对联、白色花岗岩屈原雕塑，无不向世人昭示屈原精魂的弥散；而公园主道沿线2公里所设立的汉白玉石碑，将《离骚》、《九歌》等20首诗作镌刻在上，恰似流动的诗集向旅游、休闲市民扑鼻而来。这些物化形态的硬件设施，构成常德屈原民俗资源有效传承、永续发展的文化空间。可常德屈原民俗资源到底有哪些?其中哪些资源能够依照可集中、可物化、可表演的原则进行删选，进而晋身为常德市文化名城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呢？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每当端午来临时，在屈原公园的人工湖里，组织勇猛彪悍的儿郎赛龙舟，组织心灵手巧的姑娘赛包粽子，邀请白发苍苍的耆老喝杯儿雄黄酒，送几株艾草和菖蒲传达吉祥，如若此等还觉得不够劲，干脆邀请乡间唱姜女戏的民间艺人共同表演一番具有沅澧流域特色的“姜女下池”戏，倘若还有雅兴的骚客，不妨选取一个干净的弯沟，来个“曲水流觞”赛诗会，呵呵，屈原典籍文化活跃了，屈原民俗资源丰富了，民众乐于过端午节，端午节也会因此愿意栖息在常德，常德的文化名城建设也会因此而深入民心，成为地地道道的惠民工程、人本工程。唯有如此的化“硬”为“软”，“软”中兼“硬”，“软”“硬”兼施，何愁文化名城建设中的文人名人资源不被激活，何愁广大市民不会被兴高采烈地自觉卷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再者，在这些非物质性社会实践、观念、知识、技能的汇聚触动下,让常德屈原公园、招屈亭这些物质形态的亭台楼宇、阡陌城池方显生机勃勃，常德文化名城建设中的屈原民俗生态场建设也就自然生成。
结  语

文化名城建设是民心工程、惠民工程，是对传统民众生活空间、文化空间的脱胎换骨。它引导民众从远古之“民”走向现代之“民”、从封闭自在之“民”走向开放自为之“民”。新文化名城建设中，尊重新民意愿的前提下，还俗于民，鼓励新民参与新文化建构，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为此，我们如何真正让这一惠民工程落到实处，需要我们这批学院派人士进行整体反思。
�关于屈原流放时期的民间传说，其丰富的内涵和人物形象特质，可参见李云安《屈原流放传说的传承场研究》，刊于《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离骚》说“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王逸注：“女嬃，屈原姊也。”这句话是说：屈原的这种战斗精神，不仅不为其姊妹所理解，反而遭到其斥责。


�关于歌谣只能的屈原民俗，可参阅李云安《终古在楚乡  遗俗至今留——浅论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刊于《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湖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696页


�详细考辨，见梁颂成《常德城区屈原资源简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6月


�小林佳迪认为：“认为屈原确实是在汨罗投江自尽，并且以地名、建筑物和端午的竞渡风俗及投吊的祭祀活动等形式，标志屈原投江和遗体回乡的具体地点、纪念投江的日期，使贾谊之赋所传承的‘侧闻’遂渐变为以实物、风俗等文化景观为记载形式的事实。”[日]小林佳迪，《“屈原传说的现实化现象”及其地域性表现》，国际客家文化协会编《客家与多元文化》，2004年


� 具体参见李云安，《迁谪文学中的湖湘民俗特色》，梁颂成主编《湖湘迁谪文学论集》，海南：远方出版社2002年


�文怀沙，分别参见《屈原九歌今译•湘君》、《湘夫人》、《湘夫人》译文，棠隶出版社1952年。


�参见廖奔《论中华戏剧的三种历史形态》，戏剧1995年第2期


�巫瑞书《孟姜女传说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


�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甲集之二十一，光绪乙酉夏白堤八字桥朱氏槐庐家塾珍藏本，第六页


�原载于《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47卷。《嘉山傩神孟姜女》，谭兴烈先生改编，情节与桃源本《孟姜女》相仿，但有所简化。


�陈勤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场的恢复、整合和重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J]，2009(02)


�陈勤建，关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思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J]，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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